
史念海先生创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的经过
辛德勇

（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先师史念海先生不仅通过自己一系列典范性
研究，为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建作出了重要
贡献，而且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后来的发展过程中，
还做了许多重要的组织建设工作，创办《中国历史
地理论丛》季刊，就是其中之一。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是中国当代学术史上一个

难得的黄金时期，犹如回光返照，虽然短暂，却很
靓丽。１９８１年夏秋时节，在西安和上海，相继有
两种专门刊载历史地理学研究论文的不定期连续

出版物问世，这就是陕西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中国
历史地理论丛》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历史
地理》。
能够出版这样专门的学术辑刊，当然是基于

“文革”结束后所谓“拨乱反正”的社会背景。１９７９
年夏，由中国地理学会主持，在西安召开了“有史
以来历史地理工作者的一次空前盛会”（史念海先
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序》语），在这次会议上，
历史地理学同仁商定编辑出版《中国历史地理论
丛》，由史念海、侯仁之、谭其骧、陈桥驿诸位先生
轮流出任主编。这样，就在１９８１年夏天（７月），
出版了由史念海先生主编的第一辑。
后来不知经历了怎样的变故，中国地理学会

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又决定由谭其骧先生担任固

定的主编（侯仁之和史念海先生同时担任固定的
副主编），编辑出版《历史地理》。于是，这一年的
秋天（１１月），在上海出版了《历史地理》的创刊
号。史念海先生和我交谈说，当时虽然有地位很
重要学者，对于由谭其骧出任《历史地理》的主编
以及把编辑部设在复旦大学，持有不同看法，但他
对谭其骧先生主持《历史地理》的编纂还是给予了
明确和积极的支持。不过，与此同时，先生仍然希
望能够按照１９７９年提出的设想，把《中国历史地
理论丛》继续办下去。这样，就在１９８５年９月和

１９８８年５月，相继出版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
第二辑和第三辑，其中第二辑仍由先生自己主编，
第三辑则题署“陈桥驿主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当初规划的做法。

１９８２年初，我考上硕士研究生，来到先生身
边。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二辑出版的时候，

我已经跟从先生读博士学位将近半年了。从

１９８１年的第一辑，到印出这本第二辑，中间相隔
整整四年。虽然说是不定期集刊，两期之间的间
隔也是太久了。造成这一局面，是由于稿件编定
之后，陕西人民出版社嫌出版补助少，从而有意拖
延，迟迟未能付印。在第二辑印出之前，先生又把
聘请陈桥驿先生担任主编的第三辑的稿子，交给
了陕西人民出版社。为鼓励我积极研究问题，先
生还安排收录了一篇我在读硕士学位期间尝试撰

写的习作（《〈水经·渭水注〉若干问题疏证》）。或
许就是因为收有我的稿子，我已经接触到相关事
宜，史念海先生就吩咐我来跑腿儿，和出版社联
系，从而瞭解到一些更为具体的事务性问题。
最麻烦的是，出版社方面又一次抬高了补助

的金额，这让史念海先生非常为难，也非常不快。
先生更为烦恼的是，陕西人民出版社承应《中国历
史地理论丛》出版的部门负责人表示，即使增加出
版补助，出版社也无法保证像先生所期望的那样
及时出版。看到老师无可奈何的神态，我暗自思
忖能不能另想一个办法，摆脱出版社的控制。经
过侧面咨询当时出版印刷业的行情，我瞭解到陕
西人民出版社开出的价码，大体上已经接近一本
季刊的印刷费用。既然如此，似乎可以尝试抛开
出版社，自己来办一份刊期固定的季刊。
大概是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二辑出版之

后不久，我便向先生提出了这一想法。先生听到
后，很感兴趣，也很兴奋，只是疑惑像这样不通过
出版社而自行独立出刊，那么由谁来做文字的编
辑处理以及刊物的印刷等各项事宜。我根据自己
瞭解到的情况，向先生报告，我们完全可以自己组
建编辑部，来编辑、印制、发行刊物，最主要的困难
和障碍并不在这里，而是刊号。先生当即表示，刊
号应该能够解决。于是马上着手办刊。
当时，我读博士学位还不到一年，在同届同学

中，年龄也最小，从校门到校门，没有任何社会经
验。所以，最初并没有介入具体的办刊筹备工作。
大约是在１９８６年的春夏之际，史念海先生特地把
我叫到家里，安排此事。我刚刚坐到客厅的沙发
上，先生就点燃了一支烟，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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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躁地告诉我，由于没有合适的人做事，办刊事
宜，一直没有具体落实。但此事已不容延宕，指示
由我暂时来做一些先期的工作。
很多年后，一次无意中与黄永年先生谈起这

段往事。黄永年先生告诉我，“老先生”（这是黄先
生私下里提到史念海先生时惯用的称谓）自从中
年戒烟以后，只有在遇到特别焦急的事情时，才会
抽烟；要是一边抽烟、一边转圈踱步，情况就更为
严重了。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什么都不能说，只能
按照老先生的吩咐去做。当时我虽然不知道这些
情况，但透过言谈神情，也清楚感受到先生对这份
刊物深切的期望和对办刊之事的焦虑。
办刊的第一步工作，是找寻承印的工厂。这

主要是因为经费有限，需要明确到底花多少钱才
能把刊物印出来。领受任务后，我急忙跑到图书
馆，找了几本有关印刷出版的书籍，瞭解一点儿诸
如印张、纸型之类的基本术语，以便做出内行的样
子，与厂家讨价还价。师兄郭声波，帮我一起做这
件事，前后十几天内总共跑了十多家印刷厂，最后
选定在中共西安市委党校的印刷厂印制这份

刊物。
接下来的事情，便是处理稿件。史念海先生

组织来一批稿子，但数量不是很多，其中有些稿
子，需要做较大程度的加工，才能刊用。我又到图
书馆借来一些编辑手册性的书籍。五花八门的编
辑符号和文稿处理流程等，现学现用，熟悉和掌
握，也没有多大困难。麻烦的是加工那些文字质
量较差的稿子。在作为期刊发行的第一期上，有
一篇文章，几乎每一个句子，都存在很严重的语
病，标点符号更是毫无章法地乱点一气，非逐一调
整修正不可。这篇文章的作者，资历和年龄都比
我要老很多，当时我只是刚刚读博士课程，而且自
己的文字本身就很差（直到现在也写不好文章），
因而不敢做太多改动。我把编辑加工过的稿子送
呈史念海先生审查，一个星期后，先生又把这篇稿
子发下。我看先生在上面重改了一页，然后写有
批示，大意云此稿文字太差，此前我做的加工，还
明显不足；而先生自己在逐字批改一页之后，感到
太过劳累，于是令我按照这一页的样子，再逐字逐
句，通篇修改。我不仅遵循师嘱，重改了每一个句
子，实际上作者引用的史料，绝大部分都经二手三
手转引，甚至还列有很多根本见不得人的出处，我
也只好跑到图书馆去一一查找原书，核对文字，替
作者做了改写。

在做这些编辑工作时，感觉最麻烦的事情，还
不是修改加工稿件，而是计算字数。按照现行政
府的管理规定，期刊每一期都要有固定的页码，多
一页不行，少一页也不行。刊物发稿时，编辑通常
都要一一数算每篇文章的字数，再折算为其所占
的页数，这样才能做到编辑部发出的稿子，正好占
满规定的页数。稿子没有修改或修改很少，字数
还比较好算，用每页字数乘以页数，即可得到一篇
文章的字数。但一经大删大改，每一页的字数，就
要逐字数算了。我从小就怕算数，但老师交办的
事，能办不能办也得办。此路不通，就另辟蹊径。
我想到的替代办法，是发稿给印刷厂时，稿子的字
数略多于实际的规定和需要，这样等排出铅字版
来之后，再根据篇幅长短，排比腾挪，凑成需要的
字数。这样会有一到两篇排好铅版的文章，留存
车间，待下一期使用。正规的大厂，当然不会同意
这样的做法，好在西安市委党校的印刷厂规模不
大，很好商量。这样我就一直用这个办法来解决
数算字数的难题，直到调到北京工作，离开编辑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岗位。

１９８７年７月，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三辑
还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等待印制的时候，作为定期
期刊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四辑就正式
问世了，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
的创刊号。我们给它编排的当年的期刊序列号，
是１９８７年第一辑。在确定刊物的开本和封面等
形式时，史念海先生指示，封面要素雅，版面布局
要端庄稳重；不要印成通行的１６开本，还坚持使
用大３２开，这样读者在书架上好放，也更适合阅
读。本着这一指示的精神，在保持原来的顾颉刚
先生题签的基础上，我主要参考《中华文史论丛》
的封面布局，设计了主编、刊期的字型字号以及排
印位置，还为刊物拟定了英文名称。同时，还设计
了一个圆形徽号，里面有一条向上凸起的曲线，象
征流淌在中国大一统土地上的黄河和历史这条长

河，以体现中国历史地理这一主题。由于没有钱，
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封面的花纹图案，是由正在跟
随史念海先生读硕士学位的韩茂莉来设计绘制的

（每一期封面在印刷时，也都是由她到工厂去调拌
好油墨的色彩，再交给工人上机印制）。在版面形
式方面，则每篇文章一律由单页码起排，文章标题
左上方的书眉处印出刊名、刊期；遇到文章在单页
码结束时，剩余的双页码排印短文作补白。做这
样的安排，都是出于印制抽印本的考虑。审阅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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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和版面设计形式时，先生连连点头认可，说这很
合他的心意。

图１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创刊号的封底与封面

看到刊物顺利印出，史念海先生满心欢喜，同
时也与有关部门积极沟通，争取尽快取得刊号。
让先生没有想到的是，这才是自我办刊过程中所
遇到的最大难题。１９８７年第一辑和第二辑印出
的时候，刊号还没有办好，所以版权页上空缺了刊
号一项。按照严格的法律概念来说，当然属于现
在那个“扫黄打非办公室”予以查办的“非法出版
物”。但这种学术刊物，对老少妇孺都没有什么危
害，而且按照史念海先生在发刊《前言》里的说法，
办这份刊物，还是要对“当前国家现代化的建设”
有所致力的，没有必要真的加以取缔。孰知陕西
师大一位对史念海先生心怀不满的教师，竟然直
接到陕西省出版局举报，要求严厉查处。
于是，陕西省出版局发来公文，勒令停止“非

法出版”活动，并报告相关情况，做出深刻检讨。
史念海先生在疏通各方关节的同时，吩咐我写报
告，写检查，并且让我做好准备，随时听从传唤，到
出版局去听候训斥。好在史念海先生的疏通相当
得力，我的检讨也写得比较到位，在出版局的办公
室里，主事官员只是一边好奇地翻看送审的刊物，
琢磨这“历史地理”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一边漫不
经心说，史念海老先生想要促进学术研究，这本来
是件好事，俗话说“民不举，官不究”，即使没有刊
号，也没有必要非查处不可，但你们学校有人举
报，我们也就不能装聋作哑。意想不到的是这位

官员还给指了条明路：“回去跟你们老先生说，先
办个内部发行刊物的准印证，一边继续出，一边再
办理正式的刊号。”回来和史先生一汇报才知道，
这本是先生和陕西省相关领导沟通的结果。
虚惊一场之后，随后在第二年５月印行的

１９８８年第一辑，就在版权页上印出了“陕西省内
部报刊统一刊号”云云的字样。虽然有了合法的
身份，但这身份仅限于国内，刊物还不能出国流
通。随着时局的变化，政府对刊号的管控愈加严
格。史念海先生不得不动用更多的社会关系，最
后是由曾经担任过国家出版署副署长的叶至善先

生出面斡旋，才终于获得正式批准，在１９８８年第
二辑上，印出了正式的刊号。在史念海先生身边
学习、工作愈久，愈加瞭解，先生为自己的事，是绝
不向友人开口求助的，但为了办成这份刊物，先生
却不惜多方奔走，实在费尽了心力。《中国历史地
理论丛》创刊以来，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繁荣和发
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至今仍然是中国国内唯一
的历史地理学定期期刊。
取得正式刊号以后，基于政府对刊物管理的

具体要求，史念海先生给我安设了一个副主编兼
编辑部主任的头衔，不过实际上在随后很长一段
时间内，这个副主编和编辑部主任只是管我自己
而已。我不仅要负责所有稿件的处理（为补空白
的双页码，也曾先后使用几个笔名，临时赶写过一
些短文），还要到印刷厂去送稿子，和印刷工人一
起找字钉改版，组织同学做校对，看终审校样，甚
至还包括刊物的发售。后来才逐渐增添人手，多
少有了些“编辑部”的样子。以在读学生的身份而
业余从事这样多的工作，压力自然很大，甚至影响
到我的博士论文，由于时间分散太多，写得很不理
想。但能够为老师分担一些杂务，让史念海先生
办成这件大事，我感到非常惬意。在先生身边办
刊的这段经历，也给予我很好的锻炼，让我对编辑
出版学术刊物一直充满兴趣和自信。回首往事，
由衷感激先生对我的信任、教导和鞭策。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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